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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视域中的创造社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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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传统文化和创造社小说的关系，不仅仅是表层契合，更重要的是潜在的作用

和深层的回应。 民族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创造社作家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小说创作的审美

情趣、人物性格的文化内涵、体式上的传统渊源三个方面显示出鲜明特质。 创造社小说对民族

传统文化的承传与超越，为后人提供了中西文学融合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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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社小说往往被认为是西化的产物，似乎与

民族传统文化没有多少关联。 实则不然。 事实上，
民族传统文化与创造社小说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

脉关联，已经内化为创造社作家的价值观和审美

观，其影响不仅仅是表层契合，更重要的是潜在的

作用和深层的回应。 民族传统文化视域中的创造

社小说，在三个方面显示着鲜明特质：其一是小说

的审美情趣，其二是人物性格的文化内涵，其三是

体式上的传统渊源。

一

审美情趣既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产物，又是传统

文化积淀、变异、更新的结果。 创造社作家审美情

趣的形成，一方面与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风

尚等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他们的个性、气质、修
养紧紧相连；既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
又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主情倾向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诗大序》用“发乎情，止于礼义”标示诗歌艺术的本

质，强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明代公安派提出

“独抒性灵”的创作原则，主张“任性而发”，即该派

领袖袁宏道所谓“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认为性情是艺术创作最直接的

动力，“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 在中国

文化发展与中国文学历史中，诗———以《诗经》为发

端的传统抒情诗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正是“诗
骚”传统的影响，古代小说，特别是曹雪芹的《红楼

梦》、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文人小说，都极具抒情特

色，揭示了性情对文学至关重要的作用。
创造社作家热衷于传达“我”的主观感受，他们

的感情已经无法掩饰，也无法克制了。 其主情主义

写作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

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给当时和其后

的文学史留下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

章，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郁达夫认为“艺

术的最大要素”是“美与情感”。 “美与情感对于艺

术，犹如灵魂肉体，互相表里，缺一不可。” ［１］ 郭沫若

指出文学的本质是“情绪的世界”，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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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情绪”上。［２］ 成仿吾强调“文学始终是以情感

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终始”。［３］ 创造社小说注重

的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追求的是“诗味”，是用

小说形式写的抒情诗。 创造社作家大多不大善于

编故事，却善于捕捉“情感”。 一个简单的叙事框

架，经过他们的点拨渲染，居然调出了浓浓的韵味。
以抒情的方式刻画人物，用抒情的笔调描绘景物，
按抒情的要求安排结构，构成创造社小说抒情性的

基本特征。 从接受古代文学“史传” “诗骚”传统的

影响看，创造社作家无疑突出了后者。
中国旧文人除了敛袂苦读的书生气，最普遍的

就是卑己自牧、放浪形骸的名士气了。 创造社作家

是现代社会和全新世界背景的产物，虽脱下了士大

夫的长袍，在精神上却承袭着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

质，对士大夫的行状能感同身受。 亘古的民族苦难

和个人身世的凄凉，使好作苦语成为创造社作家的

审美情趣，而鲜明的个人印记和主体性的空前张扬

标志着创造社作家审美意识的深化。 基于这样的

追求，创造社作家对主情之说心领神会，让诗艺传

统自然渗透进小说创作中，呈现出独蕴情趣的抒情

效果，并视此为小说创作的理想境界。 郭沫若的

《漂流三部曲》《行路难》，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

上》《迟桂花》，倪贻德的《玄武湖之秋》，王以仁的

《孤雁》，情景交融，随物动情，字里行间弥漫着浓浓

的情感。 唯其如此，创造社小说明显区别于西方作

家的作品。 郭沫若说他青春时期的小说具有“幻美

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三个诗化的倾

向，这其实就是创造社小说共同的特点。
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的本质在于情感，并且以

“真”为“情”的前提和审美核心。 对于创造社作家

来说先有一个“我”，先有“我的”感情需要抒发，而
后才有“文学”。 由此出发，创造社小说以符号化的

世界来寻找生与死、得与失的意义，最终脱离了对

现实亦步亦趋的模仿，构成了精神之旅上的情绪色

彩。 创造社作家强调抒发个人主观情绪和感受，以
“个人的苦闷”来承载大众的苦难。 但并非完全无

视现实人生。 更有意味的是，从 ２０ 年代中期开始，
创造社作家逐渐把知识分子个人穷愁的宣泄扩展

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情感力量，写过一些很“现实”的
小说，藉此来保持与证明自己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毋庸讳言，写实并非创造社作家所擅长，这类作品

几乎都流于概念化。 他们的作品也有不足，有些小

说或缺乏典型意义，或给人拖沓松散之感。 但作为

一种崭新的小说艺术，创造社小说表现出一种创造

的活力和新鲜的风貌。

二

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

因历史的局限甚至达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即便

如此，重视家庭亲情、看重人际关系、尊崇和谐之美

等价值观仍得以延续。 创造社作家毕竟是从古老

的华夏土地上孕育和生长起来的，以家国自任的政

治身份先天地植入了他们的文化血脉，要么“达则

兼济天下”，要么“穷则独善其身”，一并捎带了旧式

文人的耿介与作派。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积

淀，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态；狂飙突进的“五
四”时代思潮，唤醒了他们对人的价值的新的认识。
民族特征与时代特征的融合互补，锻造了他们颇为

典型的思想性格、认知模式、行为规范和心理结构。
这一切通过他们笔下的“零余者”得到生动的诠释。

“零余者”一无所有亦一无所长，穷愁潦倒又身

心交病。 自怨自艾成了情欲宣泄的常用手段，以大

自然为避难所是寻找慰藉的习惯方式，哀哀切切、
谦卑懦弱在所难免又互相交织，这一切在“克己”这
一点上统一起来。 他们既谈不上发挥个人的聪明

才智，也无法享受人的正当权利，甚至连起码的生

存本能都要严加克制。 “零余者”多有“近乡情更

怯，不敢问来人”的心理，其根源在“汝当衣锦归，否
则永莫回”的价值导向带来的巨大压力。 虽也有追

求的期待，更多却是落魄的羞愧，甚至于“自我”几

乎丧失殆尽。 “零余者”有时似乎又有余裕鉴赏自

己的贫窘，这种心理现象的后面有着特殊的文化背

景，中国式的士大夫“焙穷”，多半出于“寒士”的骄

傲（知识者的精神优越感），“布衣”的清高（以言

“利”为庸俗）。
“零余者”并非天生就是“多余”的，传统文化带

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沉重的历史负荷，还有乐善好施

的人生态度和劝恶扬善的伦理精神。 满怀激情写

安贫重义知礼，不只为了慰藉一度孤苦的心。 不惜

笔墨去渲染“向善的焦躁和贪恶的苦闷”，更寄托着

他们的良好愿望。 郭沫若指出“中国的旧道德形式

有些是不能一概毁灭的，譬如谦和、诚恳、忍耐，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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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代都是做人的基本条件。” ［４］ 郁达夫以为“温柔

敦厚，诗人之旨，我国的国民性向来就是这样。” ［５］在

我国古代作家那里，也有豪放热烈、孤傲俊逸和愤

怒忧伤的强烈情感，只不过创造社作家身上多了些

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和撕裂灵魂的深刻痛苦。 深

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同
样深深影响着创造社作家。 他们笔下人物在生活

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苦闷，与忧国忧民的情操紧密

相关。 “零余者”身上留下了创造社作家复杂人生

的深深烙印，表现了个人追求解放过程中遭遇的困

境和挫折，而这些都指向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的必

要与必然。
郭沫若强调文学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 郁

达夫主张艺术应当将人生各方面全部都表现出来。
创造社作家似乎不太关注伦常关系的政治性质，对
道德上的考虑似乎更为热衷。 我们不必有意避开

创造社小说表现性爱流于粗俗与失却分寸之处，也
不能只注意到这种描写反传统的一面而忽略了对

此所作伦理评判的民族特色。 郁达夫小说大胆披

露“性的苦闷”以及种种卑微的情感，彻底背叛了中

国人在性问题上历来非常含蓄的传统，然而仍可以

找出民族传统伦理观的鲜明烙印。 “零余者”因环

境压抑心理趋向变态，所涉及性问题的罪恶感和由

此导致的心理扭曲，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背景。 郁达夫的《沉沦》 《春风沉醉的晚上》
《风铃》，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残春》，主人公

们对自己意念上的爱欲冲动，无不严厉而真诚地忏

悔自责。 作者关心的不是行为表象，而是如此之后

的心理反应。 这种强烈的不洁感与犯罪感，正是我

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道德内容。 这当然不是说他

们认同了封建道德准则，事实上他们在性爱描写中

的反叛精神是人所共知的。
探究创造社小说人物的精神渊源，可以发现古

人和今人之间，存在着某些相通的思想特征，存在

某种共同的心理轨迹。 不过，创造社作家笔下的人

物，毕竟生活在一个与古代社会相去甚远的文化氛

围里，同样的忧国忧民、劝恶扬善，同样的愤世嫉

俗、柔顺平和，包容着不同的心理内涵和道德意义，

显示出古代文人所不能达到的生命的强度，在心理

与道德的开拓上达到一个新的层面。

三

对一个作家而言，创作是否具有民族特色，这
种特色是否鲜明，文体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文体在我国发轫较早。 《尚书》根据无韵之文

的特征与功用，将其分为典、谟、誓、诰、命、训等类

型。 东汉时期传统的文章体制已基本形成，即刘师

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所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

备”。 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以降，文体的范围大大

扩展，不仅包括今天所说的“体裁”，更涉及文体的

风格、流派、表现对象以及作者个性等问题。 刘勰

是文体研究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阐述了文体的

发展源流，概括了其功用、体制特点，指出写作要顺

自然之势，并按文体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形成独特的

风格。 同时还认为各种文体虽有其“本采”，但可以

取长补短、相互渗透、融为一体。 总体看来，中国古

代文体理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与西方那种印象

式、断语式的粗线条的文体分类颇不相同。 五四小

说文体新观念的产生，与我国源远流长的艺术传

统，尤其与古代小说“义界甚广”的理论主张和“文
备众体”的创作实践，有着深刻的传承关系。 创造

社作家不再固守某种格式化文体定式，打破旧的文

体程式成了他们进入文坛的首选路径。 自由创造

对于小说来说，更多考虑如何增强小说文体的活

力，并形成诗情浓郁、别出心裁、自我介入的鲜明特

色。 当然，现代读者与古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

趣味已大不相同，这也是创造社作家不能不考虑

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浪漫抒情小说的出现，对中

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关

于创造社小说文体的“杂异”形态，笔者已有另文论

述，①这里着重谈谈叙事模式上创造社小说对古代

小说传统的借鉴。
如果说“形式即意义”是西方现代叙事学的基

本出发点，那么，创造社小说也恰恰是由叙事模式

入手开启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先河。 郁达夫将小

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叙述外面的事件起伏”，另
一类是“注重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 创造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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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兴趣大都在第二类，阅读如此，创作亦然。 创

造社小说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有的只是一段感伤的

行旅，一个难以泯灭的印象，一缕无法排遣的情思。
引“诗骚”入小说，突出“情调”与“意境”，强调“即
兴”与“抒情”，必然大大降低情节在小说布局中的

作用和地位，从而颠覆持续上千年的以情节为结构

中心的传统小说模式，为中国小说的多样化发展开

辟了道路。
中国古代文人小说的叙事模式主要有二：一是

“才子佳人”模式，一是“倡优士子”模式，创造社作

家借鉴的主要是后者。 这一方面是由于前一模式

过于泛滥，又与他们倡导的自由随意相悖；另一方

面在于后一模式少了一些封建礼教思想，更切合他

们的生活体验与人生感悟。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

展了古代小说中的倡优士子叙事模式，对传统文学

中那种谨小慎微、固守礼法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

冲击。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创造社作家对“传统”
决不盲从。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文体要避免萎缩

同样离不开创新。 他们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借鉴改

造，其意义不仅仅在文体选择上，也寄托了某种精

神追求和审美取向。
在郁达夫小说中，与现代“士子”———留日学生

和落魄文人，联系最为密切的人物，多为不幸女

性———妓女、侍女、女伶、女工。 她们身份不同，却
或多或少带有“倡优”特性，却又明显区别于传统

“倡优”。 《秋柳》中于质夫觉得海棠“绝不像个妓

女”，《迷羊》中“我”认为谢月英用情专一不像别的

女伶，就颇具代表性。 “倡优士子”在古代先是抒情

模式，后发展成叙事模式，到郁达夫手中变为叙事

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多在人物的交往

中设置情节，又在情节演进中让人物进行情感交

流；注重的往往不是情节因素，而是人物的心态特

征。 再者，晚清开始流行的异国情爱叙事模式，在
《沉沦》等作品中以性别地位隐喻等级化的东西方

权力关系，折射出中国人的第三世界处境，以及文

化认同的失落轨迹。 凡此种种，显示出郁达夫小说

“倡优士子”叙事模式鲜明的现代色彩。
郭沫若指出：“中国新文艺，事实上也可以说是

中国旧有的两种形式———民间形式与士大夫形式

的综合统一，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

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的因素，又成为旧有

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综合统一。” ［６］ 郁达夫说过：“一
国的文学全体，就是这一国国民文化的反映，这一

国国民的活的生力体系 （ Ｅ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ｅｂｅｎｄｉｇｉｅｒ
ｋｒａｆｔ）的表现。” ［７］ 可见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已经走

出了狭窄的层面。 他们强调现代小说与“章回体”
“才子佳人体” “忠君爱国体” “善恶果报体”不同，
与其说是“中国文学最近的一种新的格式”，还不如

说是“中国小说的世界化”，［７］这种主张与实践标示

着创造社小说进行中西文化交融的试验意义。

四

从五四时期开始，新文学营垒内研究国故和传

统文学的主张与实践，事实上没有真正停止过。 就

文化本位的意义说，这个现象传达出一个重要信

息：在文学革命初期对传统文学异常猛烈的批判否

定之后，需要对传统文学认真从容地加以研究审

视，这样才有助于新文学的创造与新文化的建设。
文学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一样，也具有累积

性。 诚如鲁迅所言：“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

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 ［８］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资源的分析可以

直接昭示这场文学革命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

系的话，那么对创造社作家的人生轨迹的爬梳更能

在深层上确证新文化运动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

联系。 他们大多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古典文学修

养，向往的是不太正统的文学人物及其作品。 他们

永不枯竭的才情与奋不顾身的情怀，彰显的依然是

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范型。 令人不解的是，人
们一度“粗心”地忽略这些文坛新人早年与旧文化

朝夕浸润、濡染甚深的经历，漠视他们后来不同程

度地涉足旧学研究的事实。
郭沫若儿时的家庭教育，尤其是私塾所读的五

经三传、宋诗古文，是他后来走入文艺生活的重要

因素。 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欣赏曹

植诗文的“新鲜绮丽”，赞美苏轼“放漫的精神”，也
醉心《西厢记》《花月痕》那样的才子佳人故事，最热

爱的莫过于庄子和屈原。 郁达夫也在私塾读了不

少古代书经，后又浏览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

历史典籍。 他尤善于旧诗，“九岁题诗四座惊”并非

诳语。 他酷爱白乐天、刘禹锡、黄仲则，对古代许多

诗文名家均有所研究、有所借鉴。 而他佯狂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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佻达自恣的作风，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竹林七贤”。
张资平接受传统文学的影响，更多是带有脂粉味的

古代近代小说，他说自己“读了《再生缘》 《天雨花》
《红楼梦》后，便模仿着写些‘遗帕遗扇惹相思’一类

的章回小说。” ［９］ 倪贻德因文人家庭的熏陶，对古代

诗人寒士的情怀，对屈原、贾谊等人“念天地之悠

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慨，能够感同身受。
朱自清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大概可用“儒雅风

流”一语来代表，严格说现代社会已经不再存在古

代名士风流得以延续的物质基础，但古代名士的怪

异举止和佯狂言论，因其所包含的不满现实、反抗

社会的倾向与“五四”时代精神存在相通之处，极易

引起创造社作家的共鸣，进而加以仿效。 郁达夫自

谓“骸骨迷恋者” “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

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 我虽没有资格加入竹

林七贤之列，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 或者再迟

一点，于风和日朗的春天，长街上跟在陶潜的后头，
看看他那副讨饭的样子，也是非常有趣。” ［１］ 郁达夫

的清高和放浪形骸有古代文人的影子，他的情趣和

精神资源要到竹林七贤、扬州八怪那里去寻找，他
真正醉心的也是中国古典美、感伤美，他笔下的风

景常带一种传统的肃杀的秋意，他偏爱古代文学那

里已经熟悉了的经典题材：悲秋、离别、怀远、伤

悼……
面对前所未有的中西文化的撞击和中国文学

走向世界的大潮，重建新文学与新文化已成为创造

社作家自觉的使命。 他们一方面深刻地阐述了文

艺与民族与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中外文化撞击

中力持世界意识。 郁达夫指出：“文艺的与民族人

种有关，是铁样的事实，因为文艺根本就是人所创

造的东西，而个人终有其族，终有其种，荒岛上的卢

炳逊是决不会为了他自己一个而去创造文艺的。”
甚至断言：“文艺就是民族文化的自发表现”。［７］ 郭

沫若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虽“受外来的影响多

些”，但 “吸收外来的好东西的目的，是使它民族

化。” ［１０］很难想象，对自己民族文化都一无所知的

人，能够真正拥有世界文化。 世界意识只有在民族

生命中才得以扎根生长，许多主张世界意识的作家

恰恰都深挚地熟知民族文化的良莠。 创造社作家

从切身体会中，对中国现代小说与民族传统文化及

世界文学潮流的关系，作出了开放的宏观的把握。

他们认同并提倡民族文化，并非要人们退回传统，
而是为了在认同中实现超越。 由于民族传统文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塑造了创造社作家特有的文化

心理结构，由于创造社作家始终没有离开时代去汲

取民族文化养分，从而较好地处理了小说发展中民

族化与世界化、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
首先，民族传统文化为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内

在依据。 卢卡契指出：“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

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的，
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一个极为相似的文学倾

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 这种潜在的倾向

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 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

是一种潜力的解放。” ［１１］这就是说，外来影响之所以

起作用，主要是因为这种影响与本国的“潜在倾向”
产生了某种共鸣。 “潜在倾向”事实上制约着对外

来文化的解读，进而规定了吸收外来文化的重点及

范围，也规定了外来文化影响所能达到的深度。 创

造社作家对西方浪漫主义“回归自然”的口号特别

敏感，是因为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山水诗遗产；受西

方“殉情主义”──感伤主义的影响特别深，是源于

中国古代颇为盛行的名士风流；广泛借鉴西方的创

作方法和艺术技巧，则和中国古代小说“义界甚广”
的主张有着内在的联系。

其次，坚持民族化立场是拒斥或改造外来文化

的基本准则。 李欧梵曾经把拜伦式的英雄概括为

一个复合体。 在中国，拜伦式英雄身上儿童般天真

的、撒旦般花花公子的一面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
只留下对庸俗社会的彻底叛逆和反抗。 就像茅盾

说的：“有两个拜伦：一个是狂纵的，自私的，偏于肉

欲的；一个是慷慨的，豪侠的，高贵的”“他是一个富

于反抗精神的人，是一个攻击旧习惯旧道德的诗人，
是一个从军革命的诗人；放纵自私的生活，我们底青

年是不肯做的”。［１２］之所以“不肯做”，除了不符合时

代的要求，还由于这些被掩盖起来的道德品质与中国

人通常所认同的道德准则难以兼容。 出于同样的原

因，创造社作家在接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时，对其

中“回到中世纪”的宗教激情和过于怪诞的想象有所

拒斥。
第三，中西文化相生相克所形成的张力推进了

二者的融合。 毋庸讳言，创造社小说是较为欧化

的，无论是它的观念、它的写法、它的文体，都要比

其他流派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更多一些。 创造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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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借助西方文学的力量打破民族传统文化的束缚，
而中西文化的融合也离不开二者相生相克所形成

的张力，其结果是推动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潮流的兴

起。 这一文学潮流从一开始就与民族传统文化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

鲜明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实际上又促使民

族传统文化自身得以更新。 创造社浪漫主义文学

尽管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派文艺、唯美主义和世

纪末思潮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还来不及与中国民

族传统很好地融合，因此在艺术上还比较粗糙，还
不够精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浪漫主义艺术才趋

向精致优美，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

向传统的真正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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